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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和创业生存率,关系到创业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经济活力.本文从土地供给这

一视角切入,探讨土地供给这一源头性制度因素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土地

供给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然后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国家工商登记注册数据

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土地供给减少提高了创业成本,导致创业失败率增加和创业活跃度降低;偏向中西部

的土地政策和人口偏好向东部流动,使得土地供给的创业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与成立时间较长的企业

相比,城市土地供给紧缩对新创企业的影响更大.此外,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相比,城市土地供给紧

缩对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的负向冲击更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创业失败和城市间创业活跃度差异的根

本动因,丰富了转型经济体创业活动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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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在新发

展格局下,激发创业活力是中国应对产业升级、结构转型、就业创造和创新发展等挑战的有效解决

方式.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扶持社会个体进行创业的优惠政策,鼓励各类主体开发新技

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但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企业登记注册数据,中国创业企业平均生存

年限为４２个月.２０１８年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指出,中国新创企业的失败率在７５％~９０％之

间,超过一半的创业企业在３年内失败① .现实中,创业失败的例子更是不绝于耳:区块链迅速沉

寂,P２P和长租公寓相继爆雷,就连曾经备受资本追捧的共享经济也逐渐退出公众视线,红极一时

的小鸣单车直接破产清算.创业活动失败使得创业资源浪费、经济活力降低,从而导致整体经济

系统性风险增加.
如何降低城市创业活动的失败率,这一研究话题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已有研究主要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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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和微观层面探究了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因素:在宏观层面上,主要从FDI[１][２]、城市规模和产业集

聚[３][４]、市场化环境和营商环境[５][６]、制度环境和社会规范[７][８][９]、流动人口[１０][１１]、城市房价[１２][１３]等

视角进行了讨论;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考察了创业失败学习[１４][１５][１６]、个体资源和能力差异[１７][１８]、个体

风险态度[１９]、不同类别创业者差异[２０][２１][２２]等因素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为探讨城

市创业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启发,有助于我们了解创业失败的动因以及城市创业活动为何会出现差

异性.
此外,对于中国创业活动而言,中国独特的土地供给制度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背景:在财政分权背

景下,地方政府有通过减少土地供给推高土地出让价格的激励,这是占据企业运营成本很大比例的房

屋租金上涨的根本性供给动因[２３][２４].对于创业活动而言,办公场所等房屋租赁成本是企业运营成本

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２][１３].根据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营经济研

究会组成的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２０１６年第十二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２０１５年中国私营企业房屋租

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８．８４％,超过生产设备及设备折旧、水电煤气等能源消耗的比重;在租赁商

务服务行业、金融业、科教文卫行业、住宿餐饮业等行业的占比超过１２％② .若考虑到房屋租金通过

传导机制对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带来的间接作用,其上升对企业创办和经营活动的影响会更

大.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几乎均忽略了土地供给这一制度性因素通过房屋租金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

响,而实践中地方政府在土地供给政策制定和土地出让活动中也几乎没有考虑到土地供给这一政策

工具可能存在的创业效应.
　表１ 生产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单位:％)

行业 水电煤气等能源消耗 原材料 生产设备及设备折旧 房屋租金

全行业 ７．７５ ３９．１５ ８．４６ ８．８４
租赁商务服务 ７．３４ ２１．９１ ９．０７ １６．４８
金融 ６．８４ １５．３６ ６．２５ １６．０１
科教文卫 ６．９７ ２５．１６ １０．６７ １３．１０
住宿餐饮 １０．７３ ３２．５８ ９．４９ １２．０５
其他 ８．４２ ３１．６４ ８．９４ １１．８２
信息服务 ５．７６ ２０．１３ ７．７５ １１．０１
批发零售 ５．８９ ４２．５９ ６．３３ １０．９６
居民服务 １１．２９ ２９．７７ ８．００ １０．８３
房地产业 ４．６９ ２８．４３ ９．６７ ９．０９
农林牧渔 ７．６４ ４１．８５ １０．０７ ８．４９
交通运输仓储 １５．１９ ２２．７０ １１．０９ ８．４０
采矿业 １２．４９ ２３．８８ １２．１７ ７．１２
建筑业 ６．３１ ３９．０５ ８．４１ ６．５８
电煤水 １２．７４ ３４．３８ １１．１６ ６．１４
制造业 ７．７６ ４９．９９ ８．３１ ４．８７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１６年第十二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计算得出.

因此,研究土地供给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具有较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学理上看,鲜
有文献系统地探讨了土地供给这一源头性动因是如何影响城市创业活动的.对于城市创业活动而

言,土地供给既是源头性制度动因又是直接影响因素:首先,城市创业活动需要办公场所、工厂、商铺

等设施,这些设施的租赁、购买或使用成本是创业或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经营成本

相比,土地供给调整带来的房屋设施租金变化是创业活动的源头性动因.同时,土地供给更多受政府

政策的影响,是创业活动的制度性成因故相对外生.其次,土地供给通过房屋价格影响创业活动,这
种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土地供给直接影响土地成交价,后者是房屋楼面价的主要决定因素,并能较快

传导到房屋租赁成本上.故从土地供给这一源头性制度动因探讨城市创业活动是洞中肯綮.从实践

上看,本文从土地供给视角切入为城市创业活动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也为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土地供

给工具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提供了微观证据和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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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本文首先理论分析了城市土地供给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利用国家工商企

业登记注册数据计算出了城市层面的创业死亡率、生存率和创业活跃度.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中国城市土地供给的创业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一个认知误区:经济直觉与研

究结论的相悖.２１世纪以来,中国整体土地供给政策的中西部偏向,导致西部和东北地区、三线及以

下城市的土地供应充足,但这些地方创业活动并不多,经济直觉上土地供给增加抑制了城市创业活

动.而根据本文结论,土地供给增加会促进城市创业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影响城市创业活动的因素

包括收入侧因素和成本侧因素.本文讨论的土地供给是城市创业活动的成本侧因素,而收入侧因素

包括本地市场规模、营商环境等.对于西部和东北地区、三线及以下的城市而言,本地市场规模较小、
营商环境也相对较差.因此,尽管这些地区充足的土地供给形成了创业活动的推力,但规模较小的市

场和相对较差的营商环境是创业活动的阻力,最终导致这些地区的创业活动不活跃.而本文实证分

析因果识别得到的是土地供给对创业活动的边际效应.也就是说,当其他条件均相同时,土地供给变

化会导致城市创业活动的相应变化,即本文比较的并不是本地市场规模和营商环境差别较大的三线

城市和东部大城市,而是本地市场规模和营商环境较为接近的两个城市,因土地供给差异而产生的城

市创业活动的不同.因此,上述经济直觉并不是因果关系,而仅仅是个别现象,与本文结论并不相悖.
下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数据和变量说明;第四部

分是基准回归结果和机制检验;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

建议.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创业活动是转型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直接影响就业创造、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学者

们主要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探究创业活动的影响因素.在微观层面上,现有研究主要从创业者自

负、财务管理能力不足、个人意愿差异等视角对创业失败给予解释[２５].从宏观视角来看,影响城市创

业活动的因素众多,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开展研究,包括:(１)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能够对创业行为产生正面激励作用[１１],而减少政府管制则能够提升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

置[９],并激发企业家精神[２６].(２)市场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开放度主要通过扩大市场范围和

提供外部资源来提升创业需求[２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高工资效应、竞争效应和进入壁垒效应使得

其对创业活动产生挤出效应[２].(３)经济规模.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能够产生积极的经济预

期,从而激发个人从事创业活动[２８].(４)传统文化.个人主义、权力差距和不确定性规避等会影响创

业活动[７][２９].
城市是生产要素集聚和资源空间配置的载体,大量的创业活动都集聚在城市.对中国创业活动

而言,土地供给制度和政策导致城市土地供给量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制度背景和影响因素.中国的

土地供给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项符合中国国情且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经

济制度.政府通过将出让土地产权获得的资金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和相关福利,从而促进城市经济

和社会的均衡发展.然而,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垄断土地供给一级市场、掌握土地要素供给成为了

地方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权力.正是这种地方政府垄断下的土地供给,加上土地天然的稀缺性,推高了

地价,并最终导致地产价值上升.因此,土地供给量将直接影响城市创业活动.具体而言,城市土地

供给量越大,可用于创业活动的土地要素越多,可以有更多的土地配置于各类促进创业活动的创业苗

圃、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创业平台、创业创意园区、产学研结合创业基地等.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前提下,土地供给量增加会影响工业用地、商服用地的成交价格,导致办公场所、工厂、商铺、住房等

价格下降,典型的例子是湖南长沙.因此,土地供给充足的城市,可配置于创业活动的土地资源相对

充裕,并且土地要素的使用价格越低,这都将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和创业企业的生存率提高.
假设１:城市土地供给量增加有利于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和创业企业生存率提高.
土地供给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是复杂的,并且对于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也是不同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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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会租赁工业用地、商服用地等使用权,这直接构成了企业的创业成本和经营

成本.其次,当企业没有自有土地(租赁)时,通常会租赁商铺、工厂、住房(如员工宿舍)等设施,用于

企业生产、销售等日常经营活动.本文将房屋租金界定为企业运营中因为租赁、购买或使用办公场

所、工厂、商铺、住房等设施而产生的营业成本或费用,是创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房屋租金

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创业和经营成本.再次,土地供给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还存在间接传导机制.房屋

租金上涨会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急剧上升:从工资补偿的视角,企业需要支付员工高工资以补偿其劳

动投入和工作成本.最终,企业用工成本也会相应增加.这一间接传导机制同样存在于原材料、水电

煤气等能源使用费用等方面.
因此,城市土地供给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房屋租金上升直接增加了新创企业

的固定投入成本,从而使创业活跃度和企业生存率降低;其二,房屋租金会推高用工成本、原材料成本

等并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最终降低了城市创业活跃度和企业生存率.而城市土地供应量的多少,直接

影响着房屋租金,并通过直接和间接这两大机制作用于城市创业活跃度和企业生存率.
假设２:土地供给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主要通过房屋租金这一成本传导机制发挥作用.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的土地供给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西部偏向.尽管大量的劳动力和人

口向东部沿海流动,但土地供给政策总体上是偏向于中西部地区的.在这一偏向性政策下,东部地区

的土地供给减少,而中西部地区的土地供给增加.因此,即使大规模市场、大量劳动力要素集聚会提

升创业活跃度,但土地供给短缺带来的房屋租金上升抑制了创业活动.而本地市场和人口基数的丧

失,会抑制中西部土地供给带来的创业创造效应.在中西部土地供给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商铺、工厂、
住房等设施将出现空置现象,土地使用效率降低.而商铺、工厂和住房等设施是市场需求尤其是本地

市场需求的衍生需求,这些设施的空置意味着本地市场需求不足.这将给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带来基

本判断或心理预期:本地创业难度较大,企业生存较为困难.因此,在马太效应下,土地供给增加成为

创业活动的双刃剑:东部地区的创业活动因土地供给获益,而中西部地区的创业活动可能受土地供给

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受损.
假设３:东部地区土地供给紧缩会降低创业活跃度和企业生存率,但中西部的影响可能不显著甚

至相反.
不同年限企业的风险应对能力是不同的.由于创业活动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市场风险、产品风

险、经营风险等都会影响企业生存.通常而言,新创企业规模较小、成立时间短,其风险抵抗能力也相

对较弱.但大企业通常有资产规模较大、现金流较为充裕、供应链成熟和客户网络相对稳定等优势,
故他们的风险规避和应对能力较强.相较而言,成立年限较短的新创企业的风险抵抗和冲击应对能

力较弱.当城市的土地供给紧缩带来企业经营成本增加时,成立年限较短的新创企业承受这一冲击

的能力也相对较弱,更容易创业失败或企业死亡.
假设４:成立时间较短的新创企业,受土地紧缩带来的创业成本或经营成本增加的冲击更大,更

容易创业失败或企业死亡.
接下来,本文将利用中国城市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将同时从

创业活跃度、企业生存和企业死亡等角度切入.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文献认为创业失败是创业活

动的一个状态和企业成功的必经之路[１４],但这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我们也并未对创业失败进行

价值判断,只是客观识别土地供给这一制度因素是如何影响城市创业活动的.

三、计量模型、数据和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本文试图考察城市土地供给是如何通过影响城市创业成本进而影响城市创业活动的,使用数据

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和国家工商企业登记注册数据.对城市创业活动,在基准回归中我

们用创业活跃度来度量;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使用新创企业的生存率和死亡率这两个指标,从企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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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状态视角对创业活动进行度量.
本文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yit＝β０＋β１Landit＋δXit＋λt＋μi＋εit (１)
式(１)中,y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创业活动,Landit表示城市土地供给量,Xit表示控制变量,δ表示

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向量;μi 和λt 分别是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城市创业活动,我们将从多个维度进行度量.本文将创业定义为发起、维持

和发展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的有目的性的行为.根据这一定义,创业活动既包括个人创业行为,也包

括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创业行为.在基准回归中,我们并不区分创业主体是个人还是企业,笼统地称之

为创业活动.但在异质性分析部分,我们根据创业主体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回归.参考叶文平等的研

究[１０],本文用创业活跃度来度量城市创业活动,即样本期间城市的新创企业数量.同时,考虑到城市

规模差异导致企业基数不同,进而新创企业数量也会存在差异.因此,本文用新创企业占现有企业的

比重来衡量城市创业活跃度.
创业活跃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企业的生存状态,但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创业活跃度与企业

生存状态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从企业存续角度来看,创业活跃度可能不能反映创业质量:创
业活跃度高但创业死亡率也高的城市,创业质量相对较低.鉴于此,本文从企业存续的正反方面引入

两个指标度量创业质量:企业生存率和企业死亡率,分别从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予以测度.其中,企
业层面的生存率和死亡率分别表示企业生存概率和企业死亡概率.

对于城市层面的企业生存率,我们用静态维度的企业生存率(R_Survivalit)来度量,定义为城市i
在第t年期末存活的企业除以第t年期初(即上一年期末)的企业总数量:

R_Survivalit＝
Sumit Newit

Sumi,t１
(２)

式(２)中,Sumit和Sumi,t１分别表示城市i在第t年期末和第t １年期末存活的企业数量,Newit

表示城市i在第t年新创的企业数量.
同理,我们也构建了城市层面的企业死亡率(R_Deathit)指标,用城市i在第t年期末死亡的企业

除以第t年期初(即上一年期末)的企业总数量来表示:

R_Deathit＝
deathit

Sumi,t１
(３)

城市创业活动的数据来自国家工商总局的国家工商企业登记注册数据库,这一数据库详细记录

了中国全部市场主体的企业工商注册登记和注销数据,可以很好地识别创业和企业生存状态.具体

而言,这一数据记录了企业名称、注册资本、企业类型、成立时间、股东信息、变更记录、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法人代表、经营范围、所属行业等基本信息,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共计包括２亿多家市场主体(包含企

业、个体户、社会团体、香港企业等).基于企业注册、存续和变更等信息,可以得出历年中国城市企业

生存的基本情况.本文基于财务视角将企业在业务方面的终止,作为创业失败的标志[３０].根据企业

变更记录来判别企业(全样本、内资和外资)是否死亡:若当年的变更记录中含有“清算”“注销”“吊销”
“解散”“撤销”及“破产”等关键词,或者企业当年的经营状态为停业、吊销、注销、撤销及清算,则认定

企业于该年死亡.此外,对于死亡时间不能确认的样本,采用手工的方式利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进行补充.
需要注意的是,创业企业通常不会在当年死亡,这也导致我们用企业死亡率或生存率来度量创业

活动时,城市层面的差异性非常小,进而无法估计出土地供给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此外,新创企业相

较于现存企业而言,有更高的创业死亡率和失败可能性.因此,我们用总体企业的生存率或死亡率来

替代时,会低估土地供给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也就是说,现实中真实的影响可能比本文估计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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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当然,考虑到现存企业和本文研究样本的差异性,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将企业年限进行了限

定,重新计算企业生存率和企业死亡率,并对回归模型重新进行了回归.

２．解释变量

(１)城市土地供给量.城市土地供给数量来自历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包括中国各个省的地

级市的土地出让宗数、面积、成交价款(收入)等.本文主要用各个地级市的土地供给宗数、面积和成

交收入三项来衡量城市的土地供给量.
(２)城市创业成本.房价越高,开设企业所需的房屋租金也越高,故房屋租金可以较好地衡量城

市创业成本.因为房价上涨必然会影响个体的投资、消费和创业等一系列决策行为.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从房屋租金的角度来看,创业成本更多是指企业运营中租赁、购买和使用办公场所、工厂、商铺等

设施的成本或费用,但由于缺少办公场所、工厂、商铺等设施的成本或费用的相关数据,并且自购和租

用的差异、不同城市商服和制造行业的差异,也导致很难真正测度出房屋租金维度的创业成本.因

此,本文直接用城市住房价格来衡量城市的创业成本:房地产价格和上述几类设施的价格是正相关

的,住房价格越高的城市,其商铺、办公场所等设施的购买或租赁成本也越高.本文利用中国城市数

据库中的城市住房价格年度指数来衡量城市的住房价格,取对数进入模型.

３．控制变量

(１)城市规模.规模越大的城市,越能提供较大的创业空间,从而提高城市的创业吸引力.同时,
这也意味着消费者偏好差异化更大,能提供更大的创业可能性.因此,需要控制本地市场规模对创业

活动的影响,否则观测到的创业活动可能更多是由市场规模导致,遗漏变量会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

题.本文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城市规模定义标准,采用城市年末市区总人口来定义城市规模,取对数进

入模型.
(２)营商环境.计划经济较强的地区,其市场机制运行相对较弱,营商环境较差.从经济学机理

来看,国有企业份额较高的城市,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将会考虑国有企业的利益,国有企业更

容易获得资源和政策倾斜,这会导致以民营和外资为主的新创企业遭受政策歧视,创业难度增加.同

时,较差的市场经济环境也意味着创业成本和失败率较高,从而降低潜在创业者的成功预期.对于国

有企业比重,我们用国有企业产值占比来衡量城市的营商环境.
当然,本文也选取了樊纲等、王小鲁等的市场化指数[３１](P２６５—２６６)[３２](P２１０—２１５)作为营商环境的一个代

理变量.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城市,经济活力越强,制度环境越好,受到的政府干预越少,可以花费较少

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和政府打交道,进而专注于创业和经营活动本身.樊纲等的市场化指数[３１](P２６５—２６６)

截至２００９年,而王小鲁等的市场化指数[３２](P２１０—２１５)从２００８年开始.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两者都包括

了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的数据,但因数值不同故不能直接合并.本文采取如下处理办法:首先,分别计算

出这两个版本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两年的平均值,并根据平均值计算出得到两个版本的系统性差异;然后,
以两者的系统性差异对王小鲁等市场化指数[３２](P２１０—２１５)２０１０年后的数据进行调整;再次,将调整后的

市场化指数与樊纲等市场化指数[３１](P２６５—２６６)合并,得到样本期间全部年份的市场化指数;最后,采用移

动平均的方法,将缺失年份的数据进行补全.
(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其消费行为和偏好也不同.这意味着城市的人口年

龄结构不同,其多样性偏好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进而影响该城市的就业机会提供.本文使用城市年末

人口６０岁以上人口占比来表示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
(４)互联网发展水平.在测算城市的互联网发展水平时,本文用下述三个维度的参数来衡量城市

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人均宽带拥有量、人均IPV４拥有量和每百万人互联网用户数.借鉴国家信息化

研究中心采用的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２０４个城市的互联网发展水平.
(５)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城市创业活动具有多重影响:首先,FDI可以促进城市

的创业活力,推动城市的创业活动;但另外一方面,FDI会对城市的创业产生竞争效应,挤出本地区的

创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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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其他控制变量.我们还控制了进出口贸易、公共财政支出、居民储蓄、教育支出和科学技术支

出等一系列可能影响城市创业活动的因素.上述变量都取对数进入模型.
　表２ 主要变量说明

变量名 变量的含义

被解释变量 创业活动

新创企业数量占现有企业数量的百分比×１００
企业死亡率×１００
企业生存率×１００

解释变量
土地供给量 城市住宅用地成交面积的对数值

城市创业成本 城市住房价格的对数值

控制变量

城市规模 人口规模对数值

营商环境
国有企业产值占比

市场化指数

人口年龄结构 城市年末人口６０岁以上人口占比

互联网发展水平 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

外商直接投资 FDI对数值

四、基准回归结果和机制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其中第(３)列和第(４)列分别在第(１)列和第(２)列的基础上,进一步加

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城市土地供给量增加显著提高了城市的创业活跃度:第(１)列和第(２)
列中,城市土地供给量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０．４０２和０．２８４,并且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城

市土地供给量每增加１％,会导致城市创业活跃度增加０．４０２和０．２８４个百分点.当我们进一步加入

　表３ 土地供给、创业成本与城市创业活跃度

(１) (２) (３) (４)

城市土地供给量
０．４０２∗∗∗ ０．２８４∗∗∗ ０．４１３∗∗∗ ０．３１２∗∗∗

(６．９０) (３．５７) (５．０２) (３．４４)

城市规模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５．９０) (４．７４) (２．９６) (３．８９)

营商环境:国有企业比重
０．４２４∗∗∗ ０．４２７∗∗∗

(４．８５) (６．２６)

营商环境:市场化指数
０．２４６∗∗∗ ０．２２９∗∗

(２．８９) (２．２１)

人口年龄结构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９∗∗

(４．３３) (２．２４) (３．５０) (２．１９)

互联网发展水平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３４) (２．３３) (２．１１) (２．３０)

外商直接投资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９１) (１．２３) (１．０８) (１．２５)

控制变量 无 无 有 有

城市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５１８４ ５１８４ ５１８４ ５１８４

　　注:括号内为t值;∗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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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控制变量时,此时的估计结果仍显著为正且系数变化不大,这很好地支持了上文理论分析的结

果:城市土地供给量的增加会推动城市创业活动,即假设１成立.
从表３的结果和常理是相吻合的:大城市通过集聚外部性,可以孕育和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

提高创业预期收益和创业存活率.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城市,其创业活跃度越低,参数估计值均

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以第(３)列为例,参数估计值为 ０．４２７,这说明国有企业比重每增加１个单

位,会使城市创业活跃度下降０．４２７个单位.同样的,第(２)和第(４)列中用市场化指数来替代国

有企业比重后发现,其估计值显著为正,分别为０．２４６和０．２２９.这些都说明市场经济不活跃或计

划经济明显的城市,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时的国有企业偏向以及因此产生的民营企业制度歧视,
提高了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成本并降低其创业成功预期,使得城市整体的创业活跃度降低了.此

外,人口年龄结构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负,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估计值显著为正,也都和预期是一

致的.
(二)机制分析

尽管上文的实证分析分别考察了城市土地供给量和城市创业成本是如何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

的,但内在的作用机制并没有进行分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土地供应量并不会直接影响城市创业活

跃度,而是通过影响城市住房价格来影响创业成本,进而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因此,接下来本文对

这一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对城市创业成本而言,地区经济活力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为了捕捉这一因素的影响,我们在

表４第(１)列中控制了国有企业比重这一变量;同时,为了从不同维度刻画这一影响,在第(２)列中用

市场化指数来替代国有企业比重.从表４可以看出,城市土地供给量增加显著降低了城市创业成本.
这从直观上容易理解:房地产市场价格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从房地产开发的角度来看,土地成本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组成部分,占据了住房价格的绝大部分.特别是土地流转严格控制且实行“招拍

挂”制度,更是从供给侧推高了土地价格.因此,若能提高城市土地供给量,将会影响土地价格进而影

响住房市场价格.而众所周知,办公场所、厂房、商住等住房成本是企业家新创企业的重要考虑因素.
表４的结果正好说明了这一作用机制的存在.
　表４ 土地供应量与城市创业成本

(１) (２)

城市土地供给量
０．８１５∗∗∗ ０．８８７∗∗∗

(８．７７) (８．９１)

城市规模
０．４１２∗∗∗ ０．０１２∗∗∗

(５．４４) (５．７８)

营商环境:国有企业比重
０．２４４∗∗

(２．１１)

营商环境:市场化指数
０．１９８∗

(１．９２)

控制变量 有 有

城市固定效应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观测值 ５１８４ ５１８４

尽管表３说明了城市土地供给量和城市创业成本分别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表４说明了城市土

地供给量会影响城市创业成本,但若要说明城市土地供应是通过影响城市创业成本进而作用于城市

创业活跃度的,还需要验证:当在模型中同时放入城市土地供给量和城市创业成本时,城市土地供给

量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作用,被城市创业成本完全吸收掉而变得不显著了.下文我们对此进行了分

析,具体结果见表５.
从表５可以看出,当在模型中同时放入城市土地供给量和城市创业成本时,城市土地供给量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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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估计值仍为正,但并不显著了;而城市创业成本仍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城市土地供给量通过作用于

城市创业成本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即假设２成立.
　表５ 机制分析

(１) (２)

城市土地供给量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４
(０．９２) (１．３４)

城市创业成本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８∗∗∗

(５．９１) (５．１２)

城市规模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５．４４) (５．７８)

营商环境:国有企业比重
０．４１１∗∗∗

(４．１０)

人口年龄结构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３．８９) (４．３０)

营商环境:市场化指数
０．４１８∗∗∗

(４．０３)

互联网发展水平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１５) (２．０２)

外商直接投资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９５) (０．８８)

控制变量 有 有

城市固定效应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观测值 ５１８４ ５１８４

五、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

表３检验了城市土地供给对创业活跃程度的影响.正如我们上文中所提到的,创业活跃度可能

并不能很好地度量城市创业质量:尽管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很高,但有可能创业失败率也很高.企业生

存是一切活动的根本,因此本文将从企业存续的视角对创业质量进行度量.具体而言,分别从城市和

企业维度测度了企业死亡率和生存率,并将因变量替换为企业死亡率和企业生存率,再对模型重新进

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６.
　表６ 基于创业质量的再估计

(１) (２) (３)

企业死亡率

(４) (５) (６)

企业生存率

城市土地供给量
０．６０３∗∗∗ ０．１２３∗∗∗ ０．２４７∗∗∗ ０．２１０∗∗∗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８∗∗∗

(４．７８) (６．１４) (６．３６) (３．６６) (４．４２) (４．０６)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城市/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５１８４ ２３５８１０３４ １８７０４５２ ５１８４ ２３５８１０３４ １８７０４５２

　　注:第(１)列和第(４)列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城市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第(２)(３)(５)和(６)列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企业面板数据的估计

结果,表示企业死亡或生存的概率.第(２)(３)(５)和(６)列的区别在于样本不同,在第(２)列和第(５)列中若企业注销后仍保留在样本

内,而在第(３)列和第(６)列中若企业注销后仅保留注销当年的样本,而对于没有具体注销日期的数据,本文直接将这些样本剔除.

从表６可以看出,当我们采用城市层面的死亡率来测度创业活动时,城市土地供给量的参数估计

值为 ０．６０３,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城市土地供给量每增加１％,会使企业死亡率下降

０．６０３个百分点.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也表明这一结论是可信的:第(２)列的参数估计值为 ０．１２３,换
算成Oddsratio则为０．８８４,这表明企业死亡概率下降了.而剔除掉死亡企业样本后的估计结果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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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Oddsratio值为０．７８１,也同样验证了城市土地供给增加会降低企业死亡概率的结论.而将被解释

变量替换为企业生存率时,无论是用城市层面还是企业层面的数据都表明,加大城市土地供给量是有

利于企业生存的.
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创业活动,而创业企业当年的死亡率或生存率无法测度,于是我们将

创业企业的定义进一步拓宽:将成立时间在５年内的企业都视为创业企业.我们重新计算了新创企

业的生存率和死亡率,并对模型重新进行了估计,结果见表７.
　表７ 调整新创企业样本时的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企业死亡率

(４) (５) (６)

企业生存率

城市土地供给量
０．８１１∗∗∗ ０．２５２∗∗∗ ０．３０１∗∗∗ ０．２０３∗∗∗ ０．１１４∗∗∗ ０．１２６∗∗∗

(４．６６) (５．１０) (６．２２) (３．７３) (４．５５) (４．４０)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城市/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５１８４ ６４３１７５６ ５６７６２１ ５１８４ ６４３１７５６ ５６７６２１

　　注:第(１)~(６)列的样本数据对应表６各列.

从表７可以看出,当我们用新创企业来替代全部企业并测度出此时的企业生存率或死亡率时,土地供

给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仍然显著存在:城市土地供给增加显著提高了城市的企业生存率,降低了企

业死亡率.这一结论无论是对于城市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是成立的.
(二)异质性分析

１．空间异质性:土地供给的中西部偏向与人口流动的东部偏好.尽管上文已经发现土地供给增

加会降低城市内创业活跃度和企业生存率,推高城市的企业死亡率,但这一结果可能存在区域异质

性:中国土地供给政策是偏向中西部的[２３][３３],但人口总体是向东部地区流动的.因此,土地供给与人

口流动的空间错配,可能会导致土地供给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中西部地区有相对

较多的土地供给,但人口、要素等创业活动的供给相对较少,而东部地区则相反.因此,下文对这种空

间异质性进行了识别.具体而言,我们去掉了表３回归方程中城市规模这一控制变量,分地区进行回

归,具体结果见表８.
　表８ 土地供给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空间异质性

(１)

总体

(２)

东部地区

(３)

中西部地区

(４)

土地供给量

城市土地供给量
０．４０２∗∗∗ ０．４３５∗∗∗ ０．６１４∗∗∗

(６．９０) (４．１３) (５．５７)

城市规模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７∗∗

(５．９０) (２．０４)

是否属于中西部(中西部＝１)∗城市规模
０．７３４∗∗∗

(４．１７)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无

城市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无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无

观测值 ５１８４ １７１０ ３４７４ ５１８４

表８中第(４)列的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城市规模越大,土地供给量越大.但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

给政策,导致中西部同样规模的城市获得的土地供给越多.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给政策也导致土地

供应量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即假设３成立.比较第(１)(２)和(３)列的系数大小可

知,全国层面土地供给对创业活跃度的负向冲击,主要是由中西部地区的主导引起的.城市土地供给

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其实证结果和理论预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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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所有制异质性.土地供给通过抬高创业成本进而影响城市的创业活动,这种作用机制和影响

可能存在企业异质性.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而言,获得的土地优惠政策是不同的.并且不同所有

制的企业承受土地供给波动的能力也是存在差异的.这些都将导致土地供给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

存在所有制异质性.为了区分这种异质性,接下来我们从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出发,考察土地供给对城

市创业活动的影响.
　表９ 土地供给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所有制异质性

变量
(１)

个体工商户

(２)

股份有限公司

(３)

有限责任公司

(４)

合伙企业

(５)

外资企业

城市土地供给量
０．６２３∗∗∗ ０．３４１ ０．２１１∗∗ ０．５１２∗∗∗ ０．４３１∗∗

(１４．７７) (１．５６) (２．２１) (６．１９) (１．９８)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城市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５１８４ ５１８４ ５１８４ ５１８４ ５１８４

　　注:表９中仍使用创业活跃度作为被解释变量.

从表９可以看出,当考虑企业所有制性质差异时,城市土地供给量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呈现出较

大的异质性.在表９中,我们考虑了个体工商户、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和外资企业

这五类不同的创业主体的差异性.总体来讲,个体工商户和合伙企业受土地层面的创业成本影响最

明显,其系数分别是０．６２３和０．５１２,且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其次受影响较大的是外资企业和有限

责任企业;而股份有限公司中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也给了我们启示:在分析城市土地供应政策

对创业主体的创业挤出效应时,也要考虑到所有制异质性.

３．创业年限异质性.对创业活动而言,不同的创业企业受城市土地供给政策的影响不同.这种

影响除了存在所有制差异,还会存在企业成立年限的异质性.企业成立年限的差异,会导致企业承受

土地供给带来的成本传导压力的能力不同.为了识别城市土地供给政策的创业年限异质性效应,我
们分别考察成立３年内、成立５年内、成立１０年内的企业样本受土地供给的影响,结果见表１０.
　表１０ 土地供给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创业年限异质性

(１)

成立年限≤３年

(２)

成

(３)

成立年限≤１０年

城市土地供给量
０．２９６∗∗∗ ０．２１４∗∗∗ ０．１０５∗∗

(５．４１) (４．４１) (２．０４)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观测值 １２７８４１３ ９４５３１４ ４６８３４９

　　注:(１)为了和表９有所区别,表１０中使用企业死亡率来测度城市创业活动.事实上,我们也用企业生存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

了回归,结果是一致的.

比较表１０第(１)(２)和(３)列可以发现,对于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而言,城市土地供给对城市创业

活动的影响是不同的:总体来看,土地供给量增加降低了创业企业的死亡率;企业成立时间越短,受到

土地供给政策的影响越大.成立３年内、成立５年内和成立１０年内的企业样本,其城市土地供给量

的oddsratios值分别为０．７４３、０．８０９和０．９００,说明成立时间越短的企业受到城市土地供给政策的影

响越大.企业成立时间越短,城市土地供给紧缩更容易导致创业失败,而成立时间较长的企业受到的

影响相对较小,即假设４成立.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梳理土地供给影响城市创业活动理论机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国家工商企业登记注册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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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的城市土地出让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土地供给对城市创业活动的

影响.
研究发现:(１)政府减少土地供给量会增加城市创业活动的创业成本,进而抑制了城市创业活动;

(２)城市土地供给量减少会同时降低创业活跃度与企业生存率,并提高企业死亡率;(３)土地供给的空

间错配,导致土地供给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土地供给增加促进了东部地区

的城市创业活动,但阻碍了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创业活动;(４)成立时间越短的企业受城市土地供给政

策的影响越大,城市土地供给紧缩更容易导致其创业失败;(５)相较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而

言,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更容易受到城市土地供给政策的影响.
本研究的发现对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制度环境对城市创业活动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已有

的研究只关注单一的、分散的推动城市创业活动发展的制度,如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破解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完善财税支持政策、改进服务保障等,却忽略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系统性的土地供给制度对城

市创业活动的抑制作用.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土地供给政策,促使地方政府通过

减少土地供给,并采用“招拍挂”方式推高了土地出让价格,这直接导致与创业活动相关的办公场所、
工厂、商铺等租金上涨,影响了城市创业活动.因此,为了进一步激发创业活力,本文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
一是改革财政体制,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首先,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将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划转税务部门,通过“垂直条线”的监管推动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限制其

土地供给政策工具的自由裁量范围.其次,赋予地方政府更为灵活的财政支配权,探索多元化的地方

政府收入模式,如增收房产税或物业税等,逐步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收入的依赖,逐步降低地方

政府在土地出让收入中的收益,从而减少地方政府通过“招拍挂”方式推高商服用地、居住用地价格的

可能性.
二是完善土地供给制度,打破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垄断.首先,区分土地的资源与资产特征,完

善管理及经营模式,通过合理界定土地产权促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资产价值的最大化.其次,实现

政府土地经营者与管理者双重角色的分离,可以通过成立国有土地资产经营公司,实现城市土地经营

的市场化,逐步打破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给,扭曲土地价格从而推高房价的局面,最终降低土地供给

制度对城市创业活动的抑制作用.
三是改变土地供给地域偏向,探索推进土地、人口等统一管理制度.在土地利用方面应增强土地

管理灵活性,为优势地区提供发展空间.改变土地的中西部偏向性,让土地供应、住房供应与人口流

动的方向相一致.在全国范围内,可以探索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通过改

变土地供给的空间错配,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进而缓解土地对整体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作者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企业登记注册数据库计算所得.
②根据２０１６年第十二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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